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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定位问题 
 

李振宏 
 
 

最近一些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倡导国学、宣传传统文化
的热潮，风靡了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出版界。但是，在笔者看来，传统
文化到底有多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
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究竟应该放到一个什么
样的位置上，实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抛开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每一进步和发
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
化土壤之中。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它也正是我们主张对祖国文化遗产进行批判
继承的根据。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
作用和价值做出尽可能科学的估价，从而将其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却是一个直
接影响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我们现在所谈的传统文化，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
批文化元典创生于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自夏以来的中国
奴隶制社会，以周代的分封制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社会形态的国家政体是典型的
贵族制。以中央王朝的国君即天子为一权力主体，以公卿大夫即贵族为另一权力主
体，世袭国君和世袭贵族通过宗亲和姻亲血缘纽带而组成一个统治网络，代代相
传、永恒不变地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这样一个
贵族制社会从有夏开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于迎来
了它的衰落和蜕变。周平王东迁，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
端，那就是春秋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
坏，历史表面的混乱局面掩盖着深层的历史潜流，人们往往用“春秋无义战”来描
述这个时代；但历史一进入战国时期，其演变的本质便显示出来了。战国时期各国
变法的主流揭示，从春秋开始的这场历史的大动荡，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的到来，是一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历史过渡。 

大凡历史剧烈动荡的岁月，给人们的启迪也都特别的丰富和深刻。历史的大动
荡，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神圣的东西，传统的政治体制逐渐坍塌，传统的意识形态、
社会观念、思想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国君、人臣
与百姓的关系，道德、伦理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政治治理与思想教化的关系，世
袭权力与功德才能的关系，历史何以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革和动荡，在动荡中崩溃
的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模式重新塑造等等，这一系列带有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性
质的大问题，逼迫着人们去思考，去回答。于是，伴随着大动荡的历史进程，在思
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长达300年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场反省历史、总结以往、
描绘未来的思想运动中，古圣先贤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支配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中
华元典。这批中华元典，是夏商周以来古典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又是新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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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的历史启迪；它既积累了中华先民两千年文明史的卓越智慧，又是对一个新的
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充当了一个新时代的号角和先声。 
我们现在所承袭的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周
易》、《老子》、《论语》等这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既是为
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制造理论根据，是新生的封建时代的号角和先声，当然也就决定
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中华元典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封建社会的意
识形态，奠定的是封建文化的基础，它所培育的文化精神，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社
会体制相联系的。因此，从基本点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
需要的，是和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兼容的。但是，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不能从空中进行，不能脱离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在
传统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话，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不能被这种
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蒙蔽，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就应该大力提
倡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它的重要地位，将其看作现代化的起点和支柱，是走向现代
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抛弃，也能不过分推崇，要用清醒
的理智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它，审查它，将其放到一个现代文化建设的恰当的位置
上。 

 
二 
 

与我们的上述观点相反，文化学界隐藏着一股特别强大而又不加分析地肯定传统
文化的潜流。有人以日本民族为例子，大肆张扬儒学对日本近代化的支配作用，以
证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意义。“日本儒
家资本主义”的提法是这种思潮的一个代表性口号。这里，最少是存在一个认识上
的误区。 

应该说，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日本的确是一个
很好地发挥传统文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典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在它的现
代化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是经历过一个批判、转换的过程的。 

儒学在日本传播已有1700年的历史,  “大化革新”以后深入到日本整个社会，
17世纪初开始的江户时代进入到全盛时期。但早在18世纪出现的兰学就已开始批判
儒学。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殖业兴产”，富国强兵，又对儒
学进行了批判。明治政府在1872 年的“政府声明” 中就批判儒学“鹜于词章记诵
之末节，限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著名学者
福泽谕批判儒学是“半政治的学问”，“政府本来就含有专制的因素”，而儒教
“促进了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润色”，因此儒教是与“人民同权”有着敌对关系
的学问。思想家植木枝盛对儒学的批判更加彻底。他在《男女及夫妇论》中向妇女
们激烈地呼吁：“妇女们！打倒儒学吧！粉碎它的《四书五经》和小学吧！它们是
你们的真正敌人！”[1]不少思想家都批评儒学轻视货殖、是关于政治的学问，是造
成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就是极力推崇儒学的涩泽荣一，也对儒学实行了改
造。 

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化运动中自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2]
他1840年生，27岁时由幕府任命为遣欧使节团成员，到欧洲各国考察产业和经济制
度。1868年回国，第二年任职于明治政府的大藏省。明治六年（1873），他坚决辞
去大藏省总务局长的职务，决心要做一名商人，创办了日本第一家银行“日本第一
国立银行”。据有人统计，他一生创办了金融、造纸、运输等500多家企业，成为日
本明治、大正时期实业界的领袖，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特别崇拜
儒家学说，曾大声疾呼，要求企业经营者们熟读《论语》，并且身体力行。他曾先
后师从五位先生研读《论语》，甚至在中年以后，还觉得没有透彻理解孔子的思
想，不顾别人笑话，跑到学校里与小青年一道听老师讲解《论语》。经过反复探
索，他竟从《论语》的“学而优则仕”中悟出了必须经商的道理，认为日本必须振
兴商业才能很快使国家及其国民富裕起来，才能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抗衡。因此，
现代的“士”必须是能经商发财的人才。于是，他挣脱了士不经商的世俗观念，坚
决辞去日本大藏省总务局长的职务，决心以《论语》的教导为标准，一生从事商业
活动。他一生的实业活动，对推动落后的日本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作出了
重大贡献。1928年，他88岁时，由他的追随者们把他的讲演、谈话和其他言论汇编



成书，取名《论语和算盘》，成为日本现代企业发展的指导性著作。涩泽荣一的名
言就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从涩泽荣一的简历中可以
知道，这是一个极端崇拜儒家学说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儒学的虔诚的崇拜
者，也是对儒学进行了本质性的改造的。他不仅从“学而优则仕”中悟出了必须经
商的道理，而且，他还从孔子的书中读出了一个“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他
认为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永存于它的人员之中的劳动道德，于是便对孔子的
思想做出了他所需要的劳动道德的解释。他说：“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
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
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
他们忘记了高产乃是为善之道。”[3]后来，“高产乃是为善”这句话便成了概括现
代日本劳动道德的一个口号，一个公式。可以说，涩泽荣一所提倡的儒学，并不是
儒学的原型，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学说，而是由他改造过的完全符合近代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儒学”。最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儒家的义利观，把道德上
的“义”和经济的“利”结合起来，以寻找儒家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
点，将经过他解释的儒学，变成资本主义思想形态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所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对包括儒学在
内的专制主义封建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与改造。 

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在社会上造
成了广泛的影响。思想家植木枝盛在《民权自由论》一书中说：“现在谈一谈国家
除非由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公共宪法这两个东西来加以保护就不能巩固和安全的道
理。这里所说的宪法，也叫做国宪或根本法律，是国家最大的基本规则，先由人民
与君主共同协商，规定君主有多少权利义务，人民有多少权利义务，记其大要，至
于一切政治方针，则举其纲领，虽国王、政府亦当时常遵循，视为自己应尽之职
分，不能任意更改。”[4]他所起草的自由党的《国约宪法》中说：“政府如擅自违
背国法，残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妨碍建国宗旨，日本人民可以把它推翻，重建新政
府。”立志社成立之初的“发起书”中说：“我们同是我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
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
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
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5]这些鲜明的主权在民、天
赋人权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 

其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成立了众多代表各阶层人民意愿的政党，显示了人民
的独立的意志力量。如自由党成立之前的团体“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其盟约中就
表达了这样的政治纲领： 

第一条：我党是所有希望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并加以保障的人
士集结起来而组织的。 

第二条：我党致力于促进国家进步，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民应由同等权利。 
第四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家适合立宪政体。[6] 
像这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组织的产生，无疑对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念是极大的

瓦解或冲击，它宣布了专制主义体制的过时或末日。 
最后，自由民权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冲击，是它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

思想运动，将人民主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广泛地宣传到基层人民中间，将对
传统文化的改造深入到人民的心理层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结
社运动。其中有政治结社、学习结社、产业结社等，而各种结社都带有政治色彩。
如学习结社著名实例高知县的立志学舍、岩手县的行余学舍、福岛县的石阳馆、京
都府的天桥义塾等，他们学习的课程多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自由民权思想读本，如
穆勒的《自由之理》、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天桥义塾在他们的学习活动
中，还提出了对国民权利和保障人权给予充分重视的《五日市宪法草案》。可以
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造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西方著作的
译本，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像1881年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
竟出现了来不及装订的惊人的畅销情况。一时间，在整个社会上，“自由”、“平
等”、“民主”、“民约”等字眼，成了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日本《自由党史》中
谈到那个时代：“浴池有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
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等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成为一种强大的时尚和潮流。虽然，自由民权运动只持续了十多年,但它对传统思想
文化的冲击，却达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可以说，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儒
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二战以后，日本实行民主化运动的昭和现代化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法律等制度都仿效欧美，大力引进和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科学技术和文
化教育的腾飞，最后形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二战前后日本的两部宪法。 

战前日本明治宪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依靠我们祖先的荣耀，我们已经把万世一系之王位继承上升为永世不变 的法

律，希望增进我们敬爱的臣民们的福利，提高他们道德和知识的水平与能力……为
此，我们颁布一本国家之根本大法，以展示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 指明什么是我们
的子孙和我们的臣民及其后代必须永远遵奉的东西。 

战后1947年新宪法的开头是： 
我们，日本人民，通过我们正当选举的国会代表决定，为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

后代，保卫与各国和平合作的成果，保证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并决心
永远不再以政府的行动卷入到恐怖的战争中，我们正式宣布 主权与人民共存，并且
坚定不移地制定这一宪法。 

1947年的宪法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议会制的近代国家，它的政治生活、文化
生活都将完成一个时代的变革，传统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
但是，现代化的工业建设，需要有人们所共同认同的内在精神动力，所以日本民族
重视对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借鉴价值的东西的开发和挖掘，并把它们转化到现代资
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样，他们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批判继承了儒家学说中
的部分伦理思想，将其改造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培育了现代企业精神。在日
本现代企业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因素，已改变了原来的思想形态，发生了带有根本性
的变化和转型，已成为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力量了。正如一位西方学
者所说，儒教作为旧社会的原理已灭亡而不会复活了。正因为儒教决定性灭亡了，
所以才会在与现代化并不矛盾的新思维方式中再生。如果说日本民族现代文化中确
实较多地继承了传统的东西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建立在
批判、转化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确是经历过一个对传统文化否定、改造的过程，
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术语说，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仅是日本，
整个东亚工业文明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表明，他们都是从各自现代化的社会实践需要
出发，在创建和发展现代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对包
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研究、审查、检验、批判、继承、消化、改
造，去其不适应于现代化的糟粕，吸取其有益的精华，使之得到创造性的转化、转
型、发展和本质的变化，成为现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不同情况、不同程
度地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事实表明，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儒学之功，而恰恰是在彻底推翻了儒学的基础之
后，在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儒学，反观儒学，吸收了儒
学中的有益的思想成分，将儒学的思想要素，揉进了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改造
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民族的历史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
统文化，是不可能作为一种文化主体，去推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 

 
三 
 

与日本的历史相反，我们中国社会，虽然在今天已经进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但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却还没有进行过真正彻底的批判和改造，或者
说，对它的批判和改造至今才刚刚开始，远没有达到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
求相适应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于经济生活的
一切领域，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它的思维方式，它所塑造的民族
心理素质，都还在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一般说，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的变革或转变，大抵有两条
途径：一是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的实现，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宣传灌输到社会
成员中去，以教化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二是社会经济生活变革对人们的
自然影响，人们在经济的变革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应经济的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精神
观念。而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恰恰缺乏这两条途径。 



应该说，从维新派开始，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国文化、中国国
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然而，他们或者无力走通这条道路；或者生
不逢时，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肩负的
使命，所以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从戊戌变法到辛
亥革命，活跃于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问题
的，但是，他们却无力将这种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所以就
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虽然经过了革命，而这革命和广大的人民却
毫不相干，对民众的心理没有产生任何触动，丝毫没有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机
的产物，情绪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难为社会和
民众所认同，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危机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
无暇旁顾，所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能算是彻
底的，完整的；我们仅仅是从政治上、随后也逐渐在经济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或革命，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进
行，还没有开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政治、经济方面革命的成功，误认为是革
命的彻底胜利，使封建主义从我们身边悄悄滑了过去，自然而然地、甚至几乎是原
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人们过于天真或简单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新民主
主义文化的任务，以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口号、祭起了一面人民大众的
旗帜，就算是完成了改造旧文化的任务，就将封建主义驱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当然，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民众的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一切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实现
了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了思想革命的任
务。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人们很少想过，当我们还没有对封建
主义文化进行过彻底的批判和改造的时候，我们能真正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
科学的思想体系吗？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之上去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否会对马
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误解或扭曲呢？事实证明，我们不少人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去理
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意义，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
涵。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人们把“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混淆社
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平均主义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的区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
明。事实证明，我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一科学的思想体
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扭曲的。一切传统都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
是如此。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众多的社会思潮，没有不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同化
的，它们或被拒绝，或被纳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几乎没有例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进行过多少次政治运动，却很少进行过反封建的运动，
而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个似乎并不存在的虚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说，我们
恰恰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
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诲之下，找错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个比资本
主义更可怕、更凶恶的敌人，使它安然无恙，继续肆虐，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民
族灾难。可以说，在完成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或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上，中国的思
想家们，是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的。 

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这一途径，在我们中国没有走通。至于文化改造的第二条道
路，社会经济变革对文化面貌的自然改造，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资本
主义的不发展，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历史经历一场全社会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新中国
建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个体经济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但
农业经济的这个基本点没有改变，特别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且受到抑制，适应传统
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自然很融洽地附着在这种经济模式上而没有受到丝毫触动。
文化变革的两条基本途径，我们都不具备，所以，直到如今，我们所承袭的基本上
仍是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虽然它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发展，譬如已经
溶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但其实质、它的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以及由它所奠定的民族心理基础，却仍是传统的，是属于应该成为历
史的那个时代的。 

分析表明，如果中日两国同谈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其性质和意义则并不相同。
譬如日本现在对儒学的肯定与提倡，是在完成了对儒学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在一个
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来吸收儒学的精华，是在确立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



文化之后，将儒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借鉴、吸收以纳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机体之中，
将儒家文化变成资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则不同。我们现在所立足的仍然
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我们也来笼统地提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话，那只能是传
统文化的继续和延伸。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讲的“为人民服务”，在思维方式上和孔子的“修己以安百
姓”有什么区别呢？它实际上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承袭和延续。《论语·宪问》中
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 

如何作一个君子，孔子讲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三个依次递进的修养境界，最后是“修己以安百姓”，即修养自己，以使天下百姓
都得到安乐。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呢？毋宁说，我们今
天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正是对古代儒家优秀思想成分的继承和发扬。 

“修己以安百姓”，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封建伦理的核心。中国封
建伦理的基本点是人的社会化，将人作为一个完全的社会化角色去看待。人只能作
为一个社会的人而存在，必须承担社会伦理义务，人的一生，完全是为着天下、国
家、社会、家庭, 惟独没有个人自己。人如果脱离了社会而按照自己的感性欲望行
事，就不是人，就没有了人格。中国古代伦理的基本点，是只承认人的社会性，而
不承认人的自然性，不承认人的自然生命的价值，不承认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
正当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承认个人的公民权利，不承认“自我”二字的价值
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和“修己以安百姓”的传统伦理观念，
保持有深刻的一致性。在多少年来的“左”倾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我们什么
时候强调过公民的个人权利呢？一切“个人权利”、“自我奋斗”“自由平等”等
等美好的字眼，都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被传统文化所同化，我
们至今所奉行的伦理原则，仍然是传统的伦理观念。我们本来就继承着传统的东
西，对它没有过任何带有实质性的改造，而还要大谈所谓弘扬问题，其后果就可想
而知了。 

而日本民族却不同。他们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文化，建立起了以保护公民权利为
基本原则的法治社会。自由、平等、个人权利意识已深入人心，人和人之间，在公
平的基础之上进行激烈的社会竞争。在竞争的激烈化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他们强调发扬儒家精神，注意中庸和谐，重视社会伦理，这完全是作为他们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的补充。所以，日本提倡儒学，是完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而我们
笼统地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则很可能是延伸发展没有得到改造的封建文化。 

 
四 
 

我们的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意识形态的范畴；从基本点上说，是不可能适应现代
化建设需要的，是和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兼容的。但是，我们
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从空中进行，不能脱离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能
忽视在传统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话，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主张对传
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统统骂倒，是一种理智的清醒的选
择。 

所以，对待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的；但同
是赞成批判继承，观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强调以现代建设为基点，对传统文
化进行选择性取舍、发扬和转换，与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很大差别。前者认
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其
基本点、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因素；它作为中国先
民们的一种思想成果，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真理性因素，则有可能被分解为无数碎
片，被当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作为构筑现代文化大厦的一砖一石。这就是说，优
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只能被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进行选择性吸收，而不能作
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的文化建设。而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可
能使人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把传统文化本身直接当做现代化建设的推动
因素，而忘记或忽视对它的封建内核进行批判和摒弃。 



对于建设新型现代文化，培养新型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是有益
的，有用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基点，将传统文化中的有
益因素吸收进来，将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根
基，用传统文化来整合现代的思想因素，仅仅只是让传统文化改头换面，而保持其
基本特质。这是处理文化传统继承问题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我
们应该坚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民族文化，基本途径就是我们前边所讲的两条。首
先，我们的思想家们、文化学者，要肩负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历史使命，
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杷梳、整理，批判、摒弃其封建的内核，
提取其合理的具有科学性的文化因子，并将其转化到以公民意识、竞争意识、科技
意识、法治意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新文化的有益补充。其次，对于
传统文化的改造及现代新文化的建设，我们衷心期待着改革大业的成功，期待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走向成熟。任何文化形态，都只是特定的社会
形态的精神产物，没有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旧文化形态的改造和转型，新文
化形态的形成和确立，都只是一句空话。而在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起来
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提倡，特别是不加分析的提倡和弘扬，不仅不会对新文
化的建设有益，而且还会阻碍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待几千年积淀
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需要有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
法，不要贬抑它、鄙弃它，也不要过分推崇它、渲染它，给它一个应有的恰当的合
理的位置。 

 
附记：本文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的文化氛围而写的一篇演讲稿。由于

是出于演讲而不是发表的需要，所以，写得很不规范，只是重在表达一种思想，一
种文化观点。适值高敏先生80大寿，手边一时没有合适的稿子可以表达对先生的敬
意，而这篇讲稿多少还有一点思想，再加上如今的文化氛围与当年仍十分相似，国
学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之景况，于是，文化批判的工作由于弘扬的原因而又显得特
别需要，所以，就将此作敬献，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敬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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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